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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的《牛棚杂忆》——听沈善炯院士回忆往事  

熊卫民 沈善炯

科学界的《牛棚杂忆》 

——听沈善炯院士回忆往事 

熊卫民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

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曾应我的要求回忆过一些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

深的，还是他自己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辗转求学  

沈善炯于1917年出身于江苏吴江县一个并不殷实的农民家庭。虽然家有三十余亩田地，但由于军阀混战、盗

匪横行，他们的家境变得日渐贫寒，一到年关，便债主盈门。可他父母仍秉承“耕读传家”之训，竭尽全力

供他上学；而他为了不辜负当地农民对他们沈家的殷切期望，也越来越自强上进。 

1937年夏天，沈善炯顺利通过了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的入学考试。可这个时候，日寇开始全面侵华，上海、

南京遭到飞机轰炸，高等院校纷纷向西迁移。为了求学，沈善炯不得不辞别家人，拿着拼凑起来的仅仅90元

钱，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他随着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先后迁移到安徽和县、湖北汉口等地，然后脱离该机

构到位于广西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最后于1939年9月转学到位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在

很快即身无分文的辗转求学的过程中，张肇骞、于景让、严楚江、张景钺等教授给过他重大帮助。除此之

外，他还感激当时的教育部及其部长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陈提出要给流亡学生提供贷金。“若没

有贷金，像我这样的人是根本上不了大学的。”沈善炯告诉我。他还说：“这是政府做的一件好事情。我们

这代科学工作者之所以能在1950年代克服困难归国，努力运用自己的所学回报人民和国家，跟这不无关系。

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政府能给更多的学生以更大的帮助，使那些没钱、少钱的穷学生也能上得起学。” 

虽然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而且在经济上相当窘迫，可包括沈善炯在内的联大同学在精神上仍是壮怀不折。

他们以洗雪国耻、振兴中华为己任，学习十分勤奋，而联大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并且学校具备自由、民

主、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精神，所以在抗日的烽火之中，他们仍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1942年，沈善炯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先后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抗战胜利、西

南联大复员后，他改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研究助教。1947年，在张景钺教授的安排和胡适校长的帮助

下，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 



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由比德尔（G. Beadle）教授任主任。他胸襟开阔，邀请质疑自己学说的德尔布吕

克(M. Delbrück)等人来任教，并吸引了包括莫诺(J. Monod)、雅各布(F. Jacob)、卢里亚(S. E. Luria)、赫尔希

(A. D. Hershey)、本泽(S. Benzer)、弗利士(E. Freeze)、斯顿特(G. Stent)等在内的学者前来访问或学习。在合

作的基础之上，他们通过科研工作进行争鸣，每天都对工作进行剧烈的辩论甚至争吵，而分子遗传学就在这

种活跃的思维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后来比德尔、莫诺、雅各布、德尔布吕克、卢里亚、赫尔希等人先后获得

了诺贝尔奖。 

沈善炯躬逢其盛，正好在分子遗传学诞生的时节来到加州理工。他被这里的学术气氛所吸引，很快即全身心

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们班上还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譬如特明（H.Temin），1975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同学之间竞争激烈。沈善炯向来不甘心落于人后，再加上他自我感觉数理基础

较差，并需补学几门必要的化学课程，所以一直处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之中，1949年下半年还曾一度咳血。

他是如此地心无旁骛，以至于在求学期间不但没有出过远门，就连近在咫尺的电影胜地好莱坞也没有去过。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他即走到了生物化学遗传专业的国际前沿。1950年6月，他顺利

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如果说西南联大教我怎么做人，那么加州理工则教我如何做科学。”50

多年后，他深情地回忆说。  

一心报国 

毕业之后，沈善炯的导师哈洛威士（N. Horowitz）立即推荐他去两个地方做博士后研究员。而更早一些的时

候，他的副修导师栽克密艾斯脱(L. Zechmeister)教授也曾特意邀请他去自己的实验室工作，并说自己可以设

法接他的妻子和孩子来美国。 

此时，中国大陆批判摩尔根学派、使真正的遗传学难以生存的消息已经传到美国。沈善炯深知，一旦回国，

他会和被迫逃离的李景均一样，将不再能从事深爱的遗传学研究。但为了给培养自己的人民和国家以回报，

他还是决定放弃美国提供的良好的工作机会，尽快回国。他想，回来之后，至少他还可以从事生物化学的研

究和教学工作。 

8月31日，和100多位留学美国的学子一道，沈善炯登上从洛杉矶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驶向日

思夜想的祖国。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9月12日，当轮船经过日本横滨时，他和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空气动力

学家罗时钧竟然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理扣留，并被投入位于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 

在他们被关押的第三天，就有台湾驻日本的国民党官员来看他们。国民党官员对他们说，只要他们考虑去台

湾或者回美国工作，就可以营救他们出狱。他们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的家人在大陆等着我们回去，

我们决心回大陆，没有其他的想法。”会谈不欢而散。 

9月22日，“威尔逊总统号”上的乘客到达广州，把沈善炯等被扣押的消息传了出去。《人民日报》对此作了

报道，中国的一些社团立即进行了包括致电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在内的声势浩大

的营救活动，参与签名活动的科技工作者多达数千人。可这一切沈善炯等都不知道。他们给外界写信，还写

报告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法律程序来判明关押他们的理由，但那些信和报告交上去后，总是石沉海底，

杳无消息。他们不知道“麦卡锡主义”会肆虐到什么程度，自己还将得到何种不公正处置，每天在监狱里度



日如年。 

也许是那些营救活动起了作用，10月31日，他们被带出监狱，移交给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国民党官员仍劝他

们去台湾，并拿出一份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他们三人任台湾大学教授的电报；他们还让沈善炯等将眷属

的地址告诉他们，称自己可以设法接她们去台湾。对此，沈善炯等仍明确拒绝。经过不断地抗争，11月17

日，他们终于乘船离开横滨，并于当月21日回到大陆。  

宏图初展  

1951年春，经谈家桢和丁振麟介绍，沈善炯去杭州，到浙江大学医学院从事生物化学的教学工作。后来国家

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被肢解。1952年2月，应殷宏章之邀，沈善炯改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

理研究室（1953年独立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下称植生所）工作，任微生物生理研究组主任。 

当时，中国的抗生素生产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并遭到一些发达国家禁运。为解决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

略问题，沈善炯无条件服从国家需要，带领几位研究技术人员从零开始，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他们主要承

担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任务，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即做出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既有学术价值又

能指导生产实践的重大成果。 

1958～1959年，应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秘书长之邀，沈善炯访问苏联医学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一年。回国

之后，他即在植生所微生物室的基础上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并以副所长的身份主持该所

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在1962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活动中，这个以普通微生物学理论研究为方向的新研究所

又被并回到植生所之中。 

从苏联回国之后，沈善炯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当时上海微生物研究所成立了五个研究组，分别研

究微生物的生长、代谢和遗传，以及自养菌和噬菌体。除主持全所工作之外，沈善炯还具体负责代谢和遗传

这两个组。他领着学生和工作人员整天找寻新事物和新问题，雄心勃勃地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挑战。各个实

验室之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十点，就像医院的急诊室一样，人们穿梭不停、来回走动。在沈善炯的

办公室外，每天早晨都有人等着要和他谈工作。为了工作，沈善炯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由于过于勤劳

和缺乏营养，他一度患了严重的肝炎，不得不经常住进医院。 

通过紧张的工作，沈善炯培养出了以王孙仑、洪孟民为代表的一批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并带领

他们取得了一批得到国际承认的重要成果。譬如，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中间代谢产物甲基1，2-醛，证明己糖

分解可以循甲基1，2-醛-乳酸的支路代谢进行；在研究链霉菌时，他们发现了作用于烟酰胺辅酶的烟酰胺核

酸酶和能使木糖转变为木酮糖的D-木糖异构酶。可惜的是，他们当时没有测定后一种酶对己糖的作用，后来

日本三松工业公司应用这个发现将葡萄糖转化为果糖，获得了很大利润。  

在劫难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运动治国”，科研工作是在政治运动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且受到政治运动的极大

影响。拿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来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停掉正在进行



的课题，下乡去总结子虚乌有的“农业丰产经验”，连刚盖起的科研大楼也白白送给其他机构。像沈善炯这

种少年得志，能在特别强调“联系实际”的大环境中，按照加州理工学院的作风，开展理论研究的实属凤毛

麟角。事实上，要不是因为王仲良等领导的保护，以及他在日本经受过的爱国考验，他的科学生涯恐怕早已

终止。 

“反胡风”运动时他曾经很危险。因为夫人卢盛华与胡风的夫人梅志是儿时好友，沈善炯曾与胡风有过一次

接触；而由于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他也认识中文系的贾植芳教授。1955年5月，因他将去北京参加中国科

学院学部成立大会，贾植芳就托他给胡风捎一点生活用品。后来学部大会延期、贾植芳被捕，那些物品被贾

的内侄取回。虽然沈善炯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仍被公安部门怀疑是“胡风分子”，要对他进行审查。若

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竭力担保，说沈“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

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1957年“整风”运动的“鸣放”阶段，上海市委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动员他们给党提意

见。那几天，沈善炯一直与挚友邹承鲁坐在一起，与邹广泛交流了意见，取得了许多共识。后来邹承鲁上

台，提出了科学家治院、导师和学生应当可以相互选择、不要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等意见。第二天，他的部

分发言被《文汇报》刊登了出来。不久后，“鸣放”变成“反右”，邹承鲁在整个上海分院系统受到严厉批

判。要不是王仲良力排众议、顶着“右倾”批评在柯庆施面前力保，他很可能会被划为右派分子。邹承鲁

“鸣放”的那个下午，沈善炯恰巧因发烧没去，所以没能与邹联合发言，进而侥幸逃脱了后来的批判。 

运气不会总是眷顾同一个人。1964年，因为“右倾”、“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妥协”，王仲良被调离上海分

院。不久，上海分院新任的党委书记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植生所来蹲点领导“四清”运动。沈善炯平时反映过

的疑惑、偶尔发过的牢骚，譬如号召人充当党的驯服工具是否不太恰当、（困难时期）研究所食堂开的伙食

还不如日本监狱开的好等，被党支部书记曲解后抛出来，并上纲上线到“反党”、“叛国”的程度。被自己

信任的人所攻击、出卖最令人愤懑，伤心之余，沈善炯连一句辩解都不肯讲，只是要求组织对他进行调查。

可一旦成了运动的靶子，又怎么能调查出真相？随着运动的深入，不但事情没有得到澄清，而且对他的批判

逐渐升级，他的“罪行”上升到128项。经过几轮有组织的批判，沈善炯气愤得右眼黄斑区水肿严重，逐渐变

得看不清东西。 

后来，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从天而降，沈善炯的境遇开始有所转变。他被人揭发的128项“罪

行”也在一个晚上重新核实，当逐条与揭发者核对时，此人对工作组说：“这是你们要我讲的呀！”于是只

好逐条取消。有一天，工作组的一位负责人还坚持要沈善炯乘他的车，并说:“过去把你搞臭了，但下星期

起，我会把你扶起来的。” 

不久，情况又有了变化，周围的人又在回避他。1965年5月，植生所“四清”运动面临结束，沈善炯被处以

“暂缓登记”的处分，即他暂时不能登记为中共党员两年。6月，他被指定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去上海

宝山县庙行公社参加运动。 

1966年6月，沈善炯奉命从农村回来——迎接他的是贴满走廊和围墙的揭发和批判他的大字报。他先是被“勒

令”每天到微生物室接受批判和写“交代”，然后遭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批斗，并被定性为“右派分子”、

“三反分子”关入“牛棚”。他的家被多次查抄，孩子受到株连，遭老红卫兵殴打。沈善炯失去了思考的能

力，变得有如行尸走肉一般。 



1968年10月15日，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植物生理所举办“抗大式清队学习班”：把“牛鬼蛇神”和非牛鬼蛇

神都关在研究所内，吃住都不出门，整日学习有关材料、老实交代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写大字报、开批斗

会。军宣队还组织了“尖兵侦察班”，给他们传授经验，让他们集中猛攻几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有人实在

受不了轮流审讯、酷刑逼供，只好根据要求承认自己是特务，上线、下线是谁。然后，顺着那些交代，又不

断隔离审查新挖出来的对象。经过多轮循环（当时称“战役”），截至11月底，已在植物生理所的科研人员

和职工中挖出142名“特务”、“特嫌”，占全所员工总数的40.7%。 

沈善炯当然是重点审查对象。侦察班逼迫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要他交代与特务组织的关系。沈善炯不肯凭空

捏造，对此进行断然否定，于是不断遭到他们的殴打和折磨。他们要沈两脚并拢站着，弯腰九十度，如果不

到九十度，就用一根木棒横在他的脖子上，用力向下压，达到标准才罢手。那样的姿态他哪能长时间坚持下

去？每当他一倒下去，就有人咆哮着过来打他，打倒之后，又有人把他拉起来。就这样他屡站屡跌，屡跌屡

站。 

由于长期弯腰，沈善炯的十个手指胀得像红萝卜一样，变成了深紫色，两腿也因肿胀而失去知觉。他已不能

大便，只能把塞在肛门口的大便一块块用手挖出来。他的身体无法再支撑下去了，几度想趁去三楼上厕所的

机会跳楼自杀，但总是有人挟持着他，寸步不离，令他无法脱身。被不分昼夜连续迫供了十天十夜之后，尽

管身体完全垮了，沈善炯仍不肯胡乱交代。那班人不得不把他放回单独囚禁他的仓库。 

三天之后，沈善炯又被另一班人带去审问。照样要他两腿并拢弯腰九十度。达不到的标准时，就有人拼命踢

他的脚，把他的两只鞋子都踢破了。还有一位女将，用手指甲去抓他的脸，把他的前额和两颊都抓破了。他

们还打他耳光，揪他的头发，把他身子提到空中后往地上掷。奇怪的是，这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和害怕

了，反而说“我不怕打，只求死得痛快”。连续审问了两个晚上以后，到第三天晚上，那班人即宣布他是台

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当年在日本是他们有意放他回来搞特务活动的。 

因为那些人采取种种刑罚都得不到沈善炯是特务或反革命的口供，他们便把沈关到一间不到两平方米、伸手

就可以触到天花板的小房间内。除有一扇铁门通往过道外，这个小屋四面密封，就像一个箱子一样。被密闭

在这样一个地方，沈善炯闷得发疯，他乱敲门，狂喊“快开门，快开门呀”。后来有人开门了，却凶相毕露

地对他说：“你不交代，嚷什么！”用力将他一推，又把门关上了。从此他几乎是一秒钟、一秒钟地熬这段

难以形容的痛苦时光。一天之后他才被释放。 

长期的折磨，弄得沈善炯两腿肿胀得很粗，而且颈部右侧逐渐肿胀，疼痛异常。他不断呻吟，晚上不能入

睡。后来，他终于获得了就医的许可。先在门诊间做颈部淋巴结的穿刺检查，没过多久，又由一位医生给他

动手术。因为他们从病历卡上得知沈是“牛鬼蛇神”一类，就不施用麻醉，由一位男护士用力将他按在手术

台上，叫他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直接在他颈部开刀，痛得他死去

活来。 

大概是因为抓特务变得越来越危险——由于太多的人被抓，他们在被迫交代自己发展的新特务对象时，难免

会把抓特务的“尖兵”也吐出来——沈善炯后来没再被提审。禁闭了约半年后，他终于被释放回家。重新见

到父母妻儿，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是真的。 

回家之后不久，他就病倒了。康复之后，除了坚守不诬陷他人的底线，他对一切都逆来顺受，总算熬过了十

年“文革”的漫漫长夜。 



宪政和法制 

1978年时，沈善炯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这位已经61岁老人再次焕发青春。他回到第一志趣，在国内开辟了

分子遗传学和生物固氮领域，并取得了一批新的重要成果。 

沈善炯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政府极力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的时候，毅然放弃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条件归

国，就算是牢狱之灾也不能稍改其为新中国效力之志，无疑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科学家；回来之后，服从国家

需要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即做出广受国内外关注的重要成果，无疑是一位富有才华的科

学家；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仍带领学生和助手废寝忘食地工作，基本不顾自己的身体，乃至家庭，无

疑是一位极其勤奋的科学家。这样一位专心于业务工作，基本不过问政治，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党的方

针、政策表示过不同意见，也没有批判过他人，对国家和人民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科学家，却仍然几次遭

遇政治危险，并最终为暗箭所伤，遭到非人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这样的惨痛故事真是发人深省。 

在沈善炯看来，“不论是害人的还是被害的，其实都是这些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他含泪回顾锥心刺骨的往

事，目的不是清算那些加害过他的人，而是希望帮助国家吸取那些用血换来的教训：“权力趋向腐败，绝对

权力绝对腐败”。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权力，不管是被交给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被交给最高领袖还

是普通狱卒，都可能导致骇人听闻的罪行。国家必须实行宪政，包括各级权力机构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参

加者都必须严格而平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依法办事。从囚徒到国家主席，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应该得到保

障，千万不可再干那种不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轻率地把部分人民划为贱民、敌人或非人，然后恣意去羞

辱、折磨他们的蠢事、坏事、大恶之事。 

但愿沈善炯先生的愿望能得以实现。  

（《沈善炯自述》，沈善炯述 熊卫民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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